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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确定证明标准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顺利进行的关键。立法上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规定较为模

糊，这导致其在实践中可能遭遇程序障碍，影响制度效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解决违法所得归属问题

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检察机关对犯罪事实应当采取低于最高证明要求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

的标准，对关联性应当采取在全面性和证明力方面略高于优势证据的“高度可能”的证明标准；利害关

系人持相反意见主张权利时，应采取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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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termining the standard of proof is the key to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confiscation proceedings 
for proceeds of crime. Legislative provisions on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proceeds of crime con-
fiscation procedures are vague, which leads to the possibility of procedural obstacles in practice 
and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The proceeds of crime confiscation procedure are a 
special procedur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ttribution of proceeds of crime. 
Procuratorial authorities should adopt the standard of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criminal facts” 
for facts of crime,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proof, and the standard of “hig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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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le” for relevance, which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probative power; when interested parties hold a contrary view and claim 
their rights,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shall be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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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切断外逃犯罪分子资金链和挽回国家损失，2012 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了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近年来司法机关也在着力推进程序适用，2022 年共有 54 名逃匿、死亡的贪污贿赂

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依法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1目的是以追赃促追逃，推动反腐败斗争。 
证明标准是在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主体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使其主张达到被采信程度所需要的标准，

与诉讼目的、举证责任主体和证明对象密切相关，是诉讼的核心问题之一。2017 年“两高”联合发布的

《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第十

七条和 2021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均对该程序的证明标准作出相关规定，“高度可能”成为认定

拟没收财产系违法所得的证明标准。但由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嫌疑人、被告人不在案，诉讼目的在于

没收违法财产而非确定刑事责任，启动该程序并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系违法所得的标准必然与普通刑事

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宏观和模糊，实践中审查和认定的难度较大，因此该问题长期

存在较大争议。基于此，通过分析 32 份公开的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裁判文书，2 结合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布的第三十二批指导案例之一，分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根据其特殊性质对不同举证责任主

体和不同证明对象进行划分，提出构建多元化证明标准的建议，以期能够为司法实践中适用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提供参考。 

2. 案例引入 

2.1. 基本案情 

2010 年至 2017 年，彭旭峰单独或伙同其妻贾斯语，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

益，收受巨额财物。2012 至 2017 年，贾斯语单独或伙同彭旭峰将部分受贿犯罪所得通过多种方式转移

至境外。2017 年彭旭峰与贾斯语潜逃境外，2019 年湖南岳阳中院受理检察机关提出的没收彭旭峰等人违

法所得申请并发布公告。利害关系人贾某、蔡某对在案扣押的 38 万元提出异议，认为在案证据不能证明

该 38 万元属于违法所得，同时请求法庭为由其二人抚养的彭、贾未成年儿子预留生活和教育等必需费用；

邱某某建议司法机关在执行时扣除违法所得后剩余部分返还给其公司。法院作出裁定依法没收彭旭峰和

贾斯语涉嫌犯罪的境内外违法所得；同时对贾某、蔡某提出异议的 38 万元予以返还；对邱某某所提意见

Open Access

 

 

1参见 2023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根据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关键词检索，剔除无关案例，共获得 32 篇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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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支持，在执行程序中依法处置。3 

2.2. 案情分析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必须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除因犯罪嫌疑人逃匿、

死亡无法收集的证据之外，其他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都应当收集在案。这对证据的全面性和证据标

准提出了要求，在彭旭峰、贾斯语案的处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全面审查案卷材料，详细梳理了

涉及的上下游犯罪、关联犯罪关系以及电子证据、境外证据、再生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并提出了

补充调查的方向，监察机关根据意见完善了嫌疑人涉嫌受贿罪以及犯罪所得去向的证据，确保了关于犯

罪事实的证据全面、合法和真实。 
在案证据应能够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系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违法所得或者系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检察机关准确界定了应当提出没收申请的财产

范围，在案证据显示彭旭峰、贾斯语将受贿所得转移至 4 个国家，用于购买房产、国债等资产。其中在

某国的房产缺乏资金来源和转化过程等直接证据。检察机关查明彭旭峰曾多次安排他人给贾斯语外国账

户转账共计 390 万元，贾斯语曾转账 59.2 万元委托境外某公司购置房产，该公司将其中 49.9 万元汇入某

国，购房合同款为 43.5 万元，低于所汇款项。因此可以认定涉案房产高度可能来源于违法所得。 
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在公告期间内提出，并提供证明其可以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

产主张权利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利害关系人贾某、蔡某提出异议的 38 万元虽然可能属于违法所得，但

现有证据既无法证明 38 万元系违法收入，也无法否认 38 万元中含有合法收入的可能性，因此没有达到

高度可能的标准。法院经审查后支持了利害关系人的该项主张；对于预留生活、教育费用的申请，法院

认为与违法所得无关，因此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3.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界定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兼具刑事和民事的特点，其性质定性不明会影响证明标准的设置，因此首先明确

程序性质，继而才能正确认定证明问题。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旨在解决涉案违法所得财产问题，应当是一

种具有民事特征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具体如下。 

3.1.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律中，解决涉嫌特定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所得

和其他涉案财产问题的程序，其在性质上仍应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诉讼目的上来说，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说明》，设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目的在

于“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实现国家刑罚权[1]。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通过追回违法所得，及时

挽回国家的损失，降低犯罪分子再犯可能进而促使其早日归案接受审判，其对财产的没收具有惩罚性和

威慑性，而并非平等主体之间财产权的再分配。 
第二，从程序运行上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存在是申请没收程序得以运行的前提，

在提出申请前首先要查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在庭审中也要举证证明犯罪事实且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被

法庭采信；即使是对申请没收财产事项的证明，也要围绕其与犯罪活动的关联性展开。由此可见，违法

所得没收财产的程序运行与犯罪事实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从诉讼效果上来说，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尽管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作出裁判，

但在提出申请时仍需要证明犯罪事实存在，一旦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被受理且最终作出没收的裁定，实际

 

 

3(2019)湘 06 刑没初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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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一种具有刑事效果的否定评价，由此能够实现刑罚双重预防的效果，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和社会公众都产生威慑，其严厉程度远高于民事诉讼程序产生的效果。从这个

角度来说，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也应当属于刑事诉讼程序。 

3.2.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民事特征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其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程序诉讼对象的特征。普

通刑事诉讼程序确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是“对人之诉”，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核心是确定财产归

属，诉讼标的是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的诉讼请求[2]，有学者指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本质上

是仍是一种财产性质的纠纷，与民事诉讼的标的就有同质性”[3]，因此其应属“对物之诉”。不可否认

的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确具有一定的民事特征，因此在确定证明标准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如果直

接采用普通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必然会造成证明障碍，导致程序在实践中出现适用困难。 

3.3.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特别程序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专章中，说明其是具有特定诉讼目的、解决特定问

题的具有特殊性的程序。除了程序启动终止以及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之外，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一大特点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案，诉讼标的是没收违法所得财产案件的申请。正是基于以上特征，违法所

得没收程序属于特别程序，可以适用与普通刑事程序不同的证明标准，认定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民事

特征，在证明标准上可以参考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其刑事诉讼的本质并不冲突。只有根据其特殊性质规

定符合法理和实践要求的程序规则，才有利于该程序的顺利推进。 
在确定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性质的基础上，应当厘清证明对象和举证责任主体。根据上述案例和收集

的裁判文书的分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有两个证明对象。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必须有证据证明有犯罪

事实，即检察机关应当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涉嫌犯罪，有犯罪事实存在是程序启动的基本前提。

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要证明拟申请没收的财物与犯罪事实的关联性，即财产是否具有可没收性，具体

如涉案财产是否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犯罪活动的违法所得、是否属于违禁品、是否是违法所得转化后的财

产形态等。综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应当为犯罪事实和申请没收财产与犯罪事实的关联性两

项。检察机关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启动主体，应当对犯罪事实和申请没收财产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关联

性承担主要证明责任。如果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对检察机关的财产没收申请提出异议，对其中部分财

产主张权利，则由利害关系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根据不同证明对象设置多元证明标准，有利

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顺利推动。 

4.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 

根据上述分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关于犯罪事实证明部分仍应当依据刑事诉讼相

关法律的规定确定其证明标准。证明标准设置的高低和严格程度实际上反映了对待证事实的容错程度，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一般刑事案件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证明标准，说明立法者

对一般刑事案件出现认定错误的容许度极低。但不论是刑事诉讼法、刑诉解释和高检规则，均未对违法

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作出明确规定。《规定》第九条提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第十条对此作

出了进一步阐释，指出要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的犯罪事实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这部分证据还应当

真实、合法。从法解释学和实践的角度分析，“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当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

标准。 
首先，“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不等同于“排除合理怀疑”。《规定》第十条的条文表述与刑事

诉讼法和高检规则中关于逮捕的规定基本一致，都要求“证据真实、合法”，除由于捕后还有证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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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审查的环节所以提请逮捕无需证据收集全面，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要求证据要尽可能收集完全[4]。两

个规定条文的相似性也证明立法上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要求并没有达到最高证明标准，只要求在“证

据真实、合法”的基础上全面收集犯罪事实的证据。逮捕是侦查阶段为防止发生再犯和社会危险性所采

取的强制措施，提请逮捕的机关只需要收集到行为人违法犯罪的初步证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法律条

文表述与逮捕的表述相一致，证明其证明标准并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由于违法所得

没收程序不存在专门的证据收集和审查环节，因此相较于逮捕，检察机关在程序启动之前就要尽可能收

集除客观上确实无法获取的证据之外所有的证据。 
其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设置“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证明标准是为了认定被告

人有罪和判处刑罚，目的是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认定犯罪事实是为了证明拟没

收财产的违法性，核心不是确定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是认定涉案财物的权利归属，本质上应当

是一种对物之诉。因此“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排除合理怀疑”。 
再次，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证明犯罪事实没有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必要性。普通刑事诉讼案

件中之所以要采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是因为其涉及了被告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一旦被

剥夺无法回转，因此要对公权力进行限制，使其无法轻易侵犯被告人的重大权利。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本身不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仅关涉财产权，对财产的处置即使出现错误也能够恢复原

状。除此之外，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制度目的就是尽量挽回贪污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在此类案件中

嫌疑人、被告人因逃匿或死亡不在案，多数案件缺乏口供这一直接证据，收集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的难

度较大，如果设置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只会提高司法机关适用该程序的难度，无法实现制度设立的初衷。 
综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应当达到“证据真实、合法”，但无需达到“排

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检察机关应当出示犯罪事实的程序性证据，例如立案决定书、起诉书等，证明嫌

疑人行为的刑事违法性[5]。而审理法院也无需对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只要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具有

合法性、真实性与关联性即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犯罪事实证明标准

最低限度的规定，尽管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较一般案件有所降低，但司法机关仍应当认识到对案件

准确定性的重要性，对事实认定不清可能导致对嫌疑人错误评价和财产不当处置[6]。在实践中，监察机

关和检察机关仍尽可能全面收集证据并查清案件，以确保司法公正，如彭旭峰、贾斯语案中，检察机关

完整梳理了上下游犯罪关系，收集境内外各种形态的证据，分解细化应当补充调查的内容，证明受贿罪

和洗钱罪的犯罪事实；方祝勤案中，检察机关提交了身份证明资料、同案人的刑事判决书、补充立案决

定书、逮捕证以及合同资料文件等各种书证与证人证言，4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和“排

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说明实践中并没有忽视人权保障。任润厚案中，法院查明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中

所载的关于任润厚实施贪污犯罪的事实和定性有误，合议庭适用“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标准，将贪

污犯罪的定性更正为受贿犯罪。5尽管实践中司法机关依法严格收集证据，考虑到涉嫌贪污腐败犯罪的嫌

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案件的复杂性，仍应当降低检察机关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降低该程序的适用

障碍，实现以追赃促追逃的制度目的。 

5.“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证明标准 

为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案导致的证据审查疑难问题，根据《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认定为“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

涉案财产”。这一条被普遍认为是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拟没收财产与犯罪事实之间关联性的证明标准。

 

 

4(2018)粤刑终 11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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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可能性”是在我国 2015 年发布的民事诉讼法解释中首次提到并确立的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试图

通过盖然性规定满足我国民事实务中多元化的证明需要，但即使在民事诉讼中，“高度可能性”的表述

仍然极为模糊，可能指向排除合理怀疑、明显优势和优势证据三个不同层级的证明标准[7]。因此，在违

法所得没收程序中适用“高度可能”的证明标准仍需进一步细化。 

5.1. 检察机关举证的证明标准 

申请没收财产与犯罪事实的关联性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核心证明内容，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和庭审

中都应当将关联性作为重点内容。但立法并未对“高度可能”的证明标准作出详细阐释，导致实践中出

现了不同的认识。有观点认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在证明标准等程序问题上应当

与一般诉讼保持一致。不仅要高于优势证据标准，甚至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这种观点并未

对犯罪事实和财产关联性作出区分，只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提出了概括性的意见。有观点

认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与犯罪行为关联的财产没收程序，不剥夺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是

对财产所有权的确认之诉，因此其与普通刑事诉讼不同，应采用“高度可能”即略高于“优势证据”

的证明标准[8]。 
考虑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诉讼标的是对嫌疑人、被告人涉犯罪行为财产的没收申请，应属对物之

诉，并不确定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人权保障的要求较一般刑事案件更低，且财产具有可恢复型，

因此同样无需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以此减轻检察机关的举证负担，

实现及时挽回国家损失和切断外逃人员资金链的目的。但同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仍属刑事诉讼程序，

只有行为人涉嫌犯罪才能启动该程序，因此不能忽视其刑事性质认定为纯粹的财产所有权确认问题。尽

管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不确定刑事责任，不直接剥夺其人身自由、名誉权等权利，但仍然会产生刑事后果

的否定评价，仍然会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因此法院审查检察机关对申请没收财产是否达到“高度可能”

属于违法所得时，应当采用类似于民事一般证明标准的优势证据的标准，但在证据证明力和完整程度上

应当要求其达到高于民事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在法理和情理上都能达到“高度可能”的程度。 
实践中，检察机关应当首先证明拟没收财产直接来源于犯罪活动，证明违法所得转移、转化的过程

和因果关系，并且没有合法来源的可能性[7]。在彭旭峰、贾斯语案中，有坐落于某国的房产欠缺资金流

向和购买过程的直接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彭旭峰多次安排他人向贾斯语的外国账户中转账共计 390 万

元，贾斯语后通过外国账户汇款给某境外公司委托其购置某国房产，该公司后将大于购房款的款项汇入

某国购买上述房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没有足以支付其在境外购置财产的其他收入来源，因此可以

认定该房产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检察机关出示了申请没收的违法所得系嫌疑人所有的证据、违法所

得转变转化过程的证据以及转变转化后财产收益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

证明标准。 

5.2. 利害关系人提出权利主张的证明标准 

《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

财产等相关事实及证据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意见；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权利的，应当出示相关证据。”

根据规定，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中对于拟没收财产与犯罪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应由检察机关承担举证责

任，利害关系人对拟没收财产主张权利的，应当出示相关证据，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在违法所得没收

案件中，利害关系人如对申请没收财产事项提出权利主张，需要证明对拟没收的财物具有所有权以及财

产具有合法性两项事项。这种证明内容与民事诉讼中关于善意取得财产的证明内容完全符合，因此应当

对利害关系人举证适用民事证明规则，即采用优势证据规则。在利害关系人对申请机关的没收申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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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并依法提交具有优势的证据，且申请机关无法提出相反证据推翻利害关系人的证明事项的情况下，

应当认为有高度可能不属于违法所得，支持利害关系人的主张。6如果不能提交证据，对其意见则不应当

采纳。7 
相较之下，由于利害关系人对案件的了解有限且举证能力较弱，对利害关系人证明标准的要求应当低

于检察机关，只需要其达到最低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也不需要提交的证据具有完整性，更有利于利害

关系人举证[9]。在庭审中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和权利主张时，检察机关应当将其作为质证重点，没有相

关证据的依法予以驳斥，有相关证据且经审查后符合条件的依法认定为善意第三方，以保障其合法权益。8 

6. 结论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司法机关以追赃促追逃，进而推进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手段。在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不在案而导致定罪遭遇障碍的情况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措施，尽快挽回损失，

挤压外逃人员境外生存空间，迫使其早日归案，这决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规定不能完全等同于

普通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犯罪事实，应当采用低于“排除合理怀

疑”的“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以降低检察机关的证明难度；针对申请没收财产与犯罪事

实之间的关联性，应当对检察机关提出略高于优势证据的“高度可能”的证明标准，利害关系人提出相

反主张时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通过对证明标准的多元化构建，促进实践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广

泛适用，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价值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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